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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数据开放的感知责任风险及规制研究

李　 斯　 陈　 一

摘　 要　 政府数据开放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作为一项复杂任务给政府信息管

理实践带来了挑战,诸多风险因素限制了数据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从执行数据开放的公职人员主观视角识别感知责任

风险,揭示感知责任风险的形成以及对数据开放决策的影响机制,提出风险规制策略,对于推进政府数据开放,提升政府

数据管理水平,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访谈 22 位相关人员获取研究数据;通过编码确定主要类

别,进一步揭示感知责任风险的形成过程以及对数据开放决策的影响。 研究发现,公职人员感知责任风险因素主要有三

类:数据泄露带来的责任风险、数据利用带来的责任风险、权力被问责风险;公职人员对责任风险存在认知偏差,放大了

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与后果严重性;公职人员同时具有促进公共利益和规避责任的动机,反映出对公共利益负责和对组织

利益负责不一致的现象。 建议:对公职人员感知责任风险的规制不仅要提高数据开放的可操作性,还需要建立合理的权

责制度,采取沟通手段减少主观风险感知的影响。 图情领域应从专业视角积极参与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和机制研究,助
力推动全社会的信息开放和共享。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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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en

 

government
 

dat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However as
 

a
 

complex
 

task it
 

brings
 

challenges
 

to
 

the
 

practic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any
 

risk
 

factors
 

limit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open
 

data.
 

The
 

paper
 

aims
 

to
 

identify
 

the
 

perceived
 

accountability
 

risk
 

factors
 

of
 

public
 

officials reveal
 

the
 

formation
 

of
 

perceived
 

accountability
 

risk
 

and
 

the
 

influence
 

on
 

open
 

data
 

decision-making propose
 

strategies
 

to
 

eliminate
 

risks and
 

promote
 

government
 

agencies
 

to
 

provide
 

more
 

data.
Adopting

 

grounded
 

theory this
 

study
 

interviewed
 

22
 

stakeholders
 

to
 

collect
 

data.
 

Through
 

continuous
 

coding this
 

study
 

identified
 

the
 

main
 

categories
 

and
 

then
 

constructed
 

theoretical
 

mod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mong
 

public
 

officials there
 

are
 

three
 

main
 

types
 

of
 

perceived
 

accountability
 

risks 
accountability

 

risks
 

caused
 

by
 

data
 

leakage accountability
 

risks
 

caused
 

by
 

data
 

utilization and
 

power
 

accountability
 

risks.
 

The
 

complexity
 

of
 

data weak
 

operability and
 

uncertainty
 

of
 

user
 

behavior
 

are
 

the
 

main
 

reasons
 

why
 

public
 

officials
 

perceive
 

the
 

risk
 

of
 

being
 

held
 

accountable.
 

Affected
 

by
 

this
 

risk public
 

officials
 

are
 

simultaneously
 

motivated
 

to
 

promote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avoid
 

being
 

blamed which
 

refl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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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consistency
 

between
 

being
 

responsible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being
 

responsible
 

for
 

organizational
 

interests.
 

Public
 

officials
 

also
 

have
 

a
 

biased
 

perception
 

of
 

accountability
 

risks which
 

magnifi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risks
 

and
 

the
 

severity
 

of
 

the
 

consequences.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perceived
 

risk
 

of
 

being
 

held
 

accountable
 

on
 

public
 

officials􀆳
 

decision-making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improve
 

the
 

operability
 

of
 

open
 

data
 

but
 

also
 

to
 

establish
 

a
 

reasonable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adopt
 

risk
 

communication
 

means
 

to
 

reduce
 

risk
 

cognition
 

deviation.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low
 

degree
 

of
 

open
 

data
 

caused
 

by
 

public
 

officials􀆳
 

perception
 

of
 

accountability
 

risks and
 

provides
 

a
 

process
 

explanation
 

beyond
 

causality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officials􀆳
 

perceived
 

accountability
 

risks
 

and
 

open
 

data
 

behavior.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research
 

on
 

the
 

policies
 

and
 

mechanisms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from
 

a
 

professional
 

perspective
 

to
 

help
 

promote
 

the
 

information
 

opening
 

and
 

sharing
 

of
 

the
 

whole
 

society.
 

1
 

fig.
 

2
 

tabs.
 

37
 

refs.
KEY

 

WORDS
Open

 

government
 

data. 　 Perceived
 

risk. 　 Accountability
 

risk. 　 Risk
 

elimina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0　 引言

政府数据开放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和推进社

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近十年来,世界各

国政府都启动了政府数据开放计划,我国也在大

力推进此项工作。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强

调要“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建立健全国家公

共数据资源体系”。 据《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

报告(城市):2021 下半年》,截至 2021 年 10 月

底,已有 193 个省级和城市的地方政府上线了数

据开放平台[1] 。 但相关研究也表明,数据开放已

逐渐达到瓶颈期[2] ,全国的数据开放数量总体不

足,有效数据集少,数据容量低,对已开放数据集

的持续更新比例也较低[3] 。 开放程度不高的问

题制约着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进程,数据对经济

增长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释放有限。
从信息资源管理视角来看,政府数据开放

是一项复杂的信息管理工作,信息管理主体不

仅要开展平台建设、元数据创建、数据质量控

制、可机读格式发布等技术性工作,还要处理因

数据本身的资产属性、权利属性等问题导致的

复杂利益问题,使数据开放符合法律和伦理要

求。 在政府数据开放生命周期中,政府机构的

公职人员(管理者、工作人员)是政府数据开放

政策意志的具体执行者,发挥着关键节点作用。
从政府公职人员视角剖析政府数据开放存在的

风险,提出应对措施,对于推进政府数据开放进

程,进一步释放数据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综述

探索政府数据开放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学界

关注的主要问题。 已有研究主要以政府机构为

对象,揭示制度环境、社会环境、技术基础、组织

能力、客观风险等因素对政府机构数据开放行

为的影响[4-6] 。 在针对公职人员的研究中,国内

外的研究证实,公职人员的感知责任风险,即担

心数据开放会给机构和自身带来责任风险是数

据开放程度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7-9] 。 他们认

为即使按照要求开放数据,涉及隐私和商业秘

密的数据泄露、用户滥用数据等情形都将导致

被问责[10,11] ;即使数据经过脱敏处理,也会出现

马赛克效应而带来不利后果[12] 。 Huang 等将公

职人员感知到的风险因素分为组织责任风险和

个人责任风险两类[13] 。 关于公职人员感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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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负面影响,Janssen 和 Jeroen 指出,当风险

规避策略占主导地位时,公职人员为了确保数

据安全,在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将会不加区别

地保护数据[14] ;在最坏的情况下,一些数据可能

不会再被生产或收集[15,16] 。
国内研究中,丁波涛归纳了公职人员对开

放数据的风险认知,发现公职人员面临的风险

主要是数据保密风险和利益受损风险[17] ;王翔

和郑磊通过对政府数据主管部门的访谈发现,
数据提供部门除了担心安全问题,还对数据质

量问题没有把握,担心数据开放后给政府部门

带来麻烦[18] ;杜振华和茶洪旺指出,政府因害怕

权力受到社会公众和舆论监督而不敢开放数

据[19] 。 也有研究从国内外文献中提取风险因

素,划分风险类别[20] 。 才世杰和夏义堃认为,执
行数据开放的公职人员因惧怕数据开放风险导

致后续追责,会本能地减少数据发布量,再一次

退回到封闭保守的行政氛围中[21] 。
综上,已有研究分别从政府机构和公职人

员视角探讨政府数据开放的影响因素,为推进

政府数据开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完善了政府

数据开放的理论,但尚存以下不足。 ①从数量

上看,从机构层面开展的研究明显多于从公职

人员视角开展的研究[22] 。 事实上,政府机构的

公职人员(管理者、工作人员)是数据开放的实

际执行者,公职人员的审查、选择、决策等行为

构成了政府机构的数据开放行为。 虽然政府数

据开放政策规定了操作框架,但公职人员仍有

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来决定开放哪些数据,以
及哪些数据应被审查和保留。 调研显示,不同

的政府机构对于同类数据在开放方式和开放内

容上存在不一致,说明是否开放数据在某种程

度上是由公职人员决定的[23] 。 因而,将分析对

象定位到公职人员个体层面,有助于从政策执

行人员的认知和态度上揭示政府数据开放程度

不高的深层次原因。 ②已有研究指出了公职人

员对责任风险的感知是导致数据开放程度不高

的原因之一,但对于感知责任风险因素的识别

较为零散,缺乏全面认识,风险类别的概念化程

度不高。 ③当前研究已认识到公职人员感知责

任风险的影响因素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但对

感知责任风险的产生以及与开放决策之间的关

系描述限于简单的因果关系,而事实上,感知责

任风险的产生及其对数据开放决策的影响是一

个复杂的过程[24] ,当前尚缺乏完整的理论或框

架来理解这一过程[25] 。
鉴于此,本文将研究视角转向公职人员层

面,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识别其感知责任风

险因素,探索感知责任风险的形成过程,揭示感

知责任风险对公职人员数据开放决策的影响机

制,提出规制策略,以促进更大范围的政府数据

开放。 本研究将感知责任风险界定为:代表政

府机构行使数据开放职权的公职人员对数据开

放将会给机构和自身带来问责的可能性与后果

严重性的评估。

2　 研究过程

扎根理论提供了一套收集和分析定性数据

以构建理论的指南[26] 。 尽管下文的陈述过程是

线性的,但实际研究中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是动

态且迭代的。

2. 1　 抽样与访谈

本研究主要使用访谈法获得研究数据,分
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
选取与研究主题相关的 9 个样本,主要来自政府

数据提供部门和主管部门。 在访谈初期,设计

了一个粗略的访谈提纲,目的是让被访者就其

感兴趣的话题充分表达观点。 访谈内容主要涉

及对数据开放现状、数据开放程度低的看法以

及他们在政府数据开放实践中考虑的风险因

素。 此外,还请受访者表达感知责任风险参与

数据开放决策的过程,描述在数据开放过程中

若担心风险因素,将会做出何种决策,以及会考

虑到哪些具体因素。 每次访谈后,研究人员会

及时整理数据并编码,直到核心概念“感知责任

风险的形成及对数据开放决策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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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
第二阶段,在初步形成概念类别的基础上

进行理论抽样,收集更加集中和详细的数据,对
13 个新样本进行结构化访谈。 访谈的重点是责

任风险因素、责任风险的产生,以及基于责任风

险的数据开放决策过程。 除访谈数据外,本研

究也将一些学者在新闻报道中表达的观点作为

研究数据的补充。 当数据变得重复且没有新概

念出现时,确定达到理论饱和,数据收集停止。
从 2018 年 12 月 4 日到 2019 年 2 月 12 日,笔

者访谈了 22 名政府数据开放的参与者(见表 1)。
这些受访者来自 6 个城市,分别是上海、广州、深
圳、武汉、东莞、宁波,涉及 17 个部门。 共进行 17
次访谈,包含 15 次面对面访谈和两次电话访谈,共
获得 21 小时的音频数据,最后整理得到二十余万

字的文字资料。

表 1　 被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部门 角色类型 职位

R1 网信办 主管部门 公务员

R2 统计局 数据提供部门 管理人员

R3 国资委 数据提供部门 管理人员

R4 民政局 数据提供部门 管理人员

R5 民政局 数据提供部门 公务员

R6 农业委员会 数据提供部门 管理人员

R7 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主管部门 公务员

R8 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主管部门 公务员

R9 气象局 数据提供部门 公务员

R10 经济和信息化局 数据提供部门 管理人员

R11 经济和信息化局 数据提供部门 公务员

R12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数据提供部门 公务员

R13 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主管部门 公务员

R14 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主管部门 公务员

R15 经济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公务员

R16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数据提供部门 管理人员

R17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数据提供部门 公务员

R18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主管部门 公务员

R19 交通委员会 数据提供部门 公务员

R20 高校 指导专家 教授

R21 交通委员会 数据提供部门 管理人员

R22 税务局 数据提供部门 管理人员

2. 2　 编码

编码过程包括开放编码、选择性编码和理

论编码,使用 NVivo12 作为编码软件。 通过开放

编码,发现公职人员在开放数据中存在对责任

风险的顾虑,核心概念“感知责任风险的形成及

对数据开放决策的影响机制”逐渐显现。 通过

选择性编码,笔者选择了与核心概念相关的概

念,将初始概念聚集在更具抽象性和理论性的

类别下,最终确定了实践、感知责任风险、组织

文化、组织使命、动机和决策六个主要类别,见
表 2。 在理论编码阶段,提取案例,根据被访者

对每种情况下概念之间逻辑关系的描述来阐述

主要类别之间、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然后发

展故事线,最终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解释公职

人员感知责任风险的形成及对数据开放决策的

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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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类别与因素

主要类别 维　 　 度 因　 　 素

实践

不确定的决策环境

外部压力不足

自由裁量空间

实践要求

可操作性弱

数据本身的复杂性

用户行为的不确定性

法律政策压力

内部管理压力

社会压力

数据开放依赖公职人员意愿

数据开放依赖机构领导风格

政策要求

上级考核

社会需求

感知责任风险

数据泄露带来的责任风险

数据利用带来的责任风险

权力被问责风险

泄露涉及个人隐私的数据

泄露涉及商业秘密的数据

泄露所有权不明确的数据

泄露其他法律(如统计法)不允许开放的数据

数据利用造成使用者的损失

数据整合分析后造成对第三方的危害

数据被滥用

对本机构权力运行的监督

数据中的错误和不完整之处引来公众和媒体对本机构的指责

组织文化

不确定性规避

保密倾向

风险厌恶

不做就不错

数据开放首先从不开放考虑

组织使命
天然为公 希望对社会有用

执行政策 数据开放的执行部门

动机
规避责任 没有人想制造麻烦

促进公共利益 凡是对社会有用就开放

决策

限制开放

选择性开放

声称法律禁止开放

声称数据不存在

延迟开放

开放绝对安全的数据

开放不会引起争议的数据

开放给绝对信任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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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信度与饱和度

本研究通过以下方法确保较高的信度和理

论饱和度。 首先,样本选取具有代表性。 受访

者均参与了政府数据开放实践,且来自不同地

区、城市和部门,涉及不同的数据类型,处于不

同的岗位,可以确保数据的全面性和相关性。
其次,所有访谈材料都被记录下来并转录成书

面材料,确保数据能够再现。 再次,编码经过反

复比较和分析,反复确认了概念和它们之间的

相关性。 最后,每个概念都有相应的实例作为

证据,每个概念都是其他概念网络的一部分。
使用数据( R21、R22、新闻报道) 对概念进行测

试,没有新的概念类别或关系出现。 综上,可以

认为类别已经饱和。

3　 研究发现及讨论

3. 1　 感知责任风险因素

公职人员的感知责任风险主要产生于数据

审查阶段,包含数据泄露带来的责任风险、数据

利用带来的责任风险以及权力被问责风险三个

维度。
3. 1. 1　 数据泄露带来的责任风险

提供数据的政府机构具有数据审查和保障

数据安全的责任和义务,需要在数据开放前区

分可开放数据和豁免开放的数据。 数据泄露带

来的责任风险是指公职人员担心在审查过程中

不慎将法律豁免开放的数据发布出去,造成数

据泄露,给机构和自身带来责任。 有受访者表

示,“最大的因素就是害怕数据泄露,作为管理

者承担不了这样的压力” ( R22)。 具体来说,公
职人员担心所开放的数据中包含涉及个人隐

私、商业秘密、所有权不明确或是其他法律规定

豁免开放的数据。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
这些情况下,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将面临法律

责任和行政处分责任。 在谈及是否担心涉及国

家秘密的数据被泄露时,公职人员表示,国家秘

密有严格的定密程序和标准,泄露的可能性较

小(R15)。

3. 1. 2　 数据利用带来的责任风险

与信息公开只强调信息披露不同,数据开

放更强调将数据提供给公众、企业以及其他组

织再利用,实现数据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

价值。 数据利用带来的责任风险是指公职人员

担心数据开放后难以控制使用者的使用目的和

方式,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自身和所在

部门都将被追究责任,具体如下。
(1)使用数据造成损失。 公职人员担心数

据准确性、完整性欠缺,使用者可能在使用这些

数据或依赖数据做出决策后造成损失,以此对

政府机构进行问责。 有受访者表示,“对于人工

录取的或者以前的数据,肯定会有一些误差在

里面……如果直接放在系统里面去用,可能别

人会把它当成前置条件,把它当成判断条件,可
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一些责任”(R4)。

(2)数据整合分析后造成危害。 公布一些

不敏感的数据本身是无害的,但是在数据聚合

分析后,可能会产生危害。 有被访者提供了案

例,“有一些危化品的数据本来是很正常的,开
放出来了之后它有可能和地理信息等其他的数

据进行融合,就有泄露相关机密或者是经济运

行的风险”(R18)。
(3)数据被滥用。 受访者表示,“如果我们

的数据对公众开放,很多人可能会利用它做非

法的事情”(R13),如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直接

转卖或者非法给他人使用。
3. 1. 3　 权力被问责风险

政府数据开放的目标之一是提升透明度,
但作为受监督的一方,公职人员担心数据开放

会暴露机构在工作或执法中的瑕疵,或因数据

质量问题而招来社会公众和媒体的批评问责,
影响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进而带来行政责任

甚至是法律责任。 主要因素如下。
(1)对本机构权力运行的监督和问责。 开

放数据可能会暴露政府机构在工作中的瑕疵。
一位来自税务局的受访者表示,“我们作为执法

部门,原始数据中可能存在执法的瑕疵、执法程

序上的问题, 我公布了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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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2)。
(2)数据中的错误和不完整之处会引来公

众和媒体对本机构的指责。 数据在最初收集时

只是为了满足公共任务的运行,可能会存在错

漏之处,公职人员担心数据的开放将会引来媒

体和公众的指责。 受访者表示,“数据质量不

好,我给你了,万一分析出问题来怎么办,或者

你分析的跟我的结果不一样”(R20)。

3. 2　 感知责任风险的形成及对数据开放决策

的影响机制

基于原始数据中对各概念类别逻辑关系的

描述,本研究建立了类别之间的关系,阐释公职

人员感知责任风险的形成过程和对数据开放决

策的影响机制(见图 1)。
3. 2. 1　 感知责任风险的形成

如图 1 所示,感知责任风险来源于公职人

员在数据开放审查中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
造成了决策结果的不确定性。 数据开放可操作

性弱、数据本身的复杂性和使用者行为的不确

定性是造成公职人员决策环境不确定性的主要

原因。 这些情形给公职人员带来了挑战,因为

根据现行的权责规定,如果公职人员决策失误,
将会面临被问责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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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感知责任风险的形成及对数据开放决策的影响机制

　 　 数据开放可操作性弱是指公职人员执行数

据审查和开放的具体政策依据不完善,造成他

们面临决策信息不完全的困境,可能会导致数

据泄露,进而给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自身带来

责任风险。 当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尚未制

定数据开放实施的具体规则,有受访者表示,
“政策只是说要加快开放数据的步伐,但我们作

为执行部门对如何操作感到非常困惑” ( R7);

“关键是要告诉我们具体标准,应该按照什么程

序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R15);“很多地方政府都是这种情况,机制都不

太明确, 我们其实还是缺乏上位法的支持”
(R18)。 一些省市制定的数据开放目录也存在

操作困难的问题,有受访者表示,“省政府已经

发布了一份清单,这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分类”
(R1)。 在审查标准方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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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行法律法规对豁免开放数据的界定标准过

于模糊,使得公职人员难以操作,例如,在审查

个人隐私数据时,个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可

以明确豁免,但如果是匿名健康信息,就难以判

断(R13、R14)。
数据本身的复杂性是导致数据泄露风险、

数据利用风险和权力被问责风险的原因之一。
政府数据开放强调开放粒度小的原始数据,但
原始数据的来源、收集方式、权利归属等复杂多

样,增加了泄露、暴露数据质量问题等风险发生

的几率。 具体表现在:人工收集的数据中可能

存在不准确、不完整、不客观等问题;数据生产

和采集的最初目的不是为了提供给社会使用,
对准确性的要求不一定高;不同机构在统计口

径上的不同可能导致数据不一致;数据的权利

归属复杂,许多数据难以确权,也可能存在权利

信息缺失的情况;数据也可能会反映政府机构

权力运行中的瑕疵。 这些让公职人员难以完全

掌握数据的情况,即使他们按要求开放,也“不

能保证数据完全没有问题” ( R20),一些不可预

见因素仍会导致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被问责。
使用者行为不确定性是指数据开放给社会

使用后,使用者对数据的使用目的和方式多种

多样,难以控制。 公职人员担心如果出现滥用

等问题将会难以补救。 有受访者表示,“后果根

本不可控,拿走了,去做什么,你怎么知道? 无

法监控,数据一旦流出去,你再把门关上也没有

用的,反正都已经流出去了” ( R18)。 当使用者

依赖数据造成自身损失,或将数据聚合分析后

侵犯第三方权利,或将数据用于非法目的,都可

能会导致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被问责。
3. 2. 2　 感知责任风险对数据开放决策的影响

机制

如图 1 所示,当公职人员感知到数据开放

对机构和自身的潜在风险时,受固有的组织文

化和组织使命的影响,会产生规避责任和促进

公共利益两种动机,进而形成两条决策路径。
(1)规避责任动机驱动的决策

在面对潜在的责任风险时,政府机构内长

期以来形成的高不确定性规避、信息保密等组

织文化会使得公职人员产生规避责任的动机,
因为“没有人想制造麻烦” ( R20) 。 不确定性

规避文化是指组织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所感受

到的威胁以及试图回避的程度,可以衡量组织

鼓励冒险和忍受疑虑的文化氛围[27] 。 受访者

表示,公务员队伍相对保守 ( R1、 R10、 R11、
R19) ,他们有避免被指责的倾向。 一位受访者

指出,“一百件好事甚至不算好事,但如果你发

生了事故,就要承担所有负面后果” ( R20) 。 虽

然信息公开已经实施多年,但政府机构内部仍

然存在着信息保密倾向。 当处理政府信息披露

相关的业务时,公职人员“首先从风险开始考

虑” ( R15) ,他们思考的逻辑是先入为主地不

开放。
在规避责任动机形成后,外部压力不足为

公职人员的动机转化成决策行为提供了客观条

件。 受访者表示,目前的法律政策、政府内部管

理和社会公众都没有对数据开放的执行施加足

够的外部压力。 来自法律和政策的压力不足表

现为许多地方政府没有将数据开放规定为法定

义务,“当我们决定是否开放数据时,我们(主管

部门和数据提供部门)通常通过讨论做出决定”
(R7、R8)。 在管理压力方面,大部分主管部门

和数据提供部门处于同一级别,不能形成有效

的约束力( R1、R7)。 还有受访者表示,由于开

放数据没有得到当地高层领导的推动,政府机

构的积极性较低,“如果市长负责这项工作,可
能会更积极地推动”(R1)。 在工作的优先级上,
目前向社会开放数据相比于政府机构之间的数

据共享来说处于次要的地位,政府内部的推进

力度并不大。 来自社会的压力弱也是一个重要

因素。 有受访者表示,“从来没有公众向我们要

求数据开放” ( R21、R12),“主要问题是开放数

据没有被社会各主体有效利用,很少有人知道

如何使用”(R18)。
由于外部压力不足,使得公职人员在具体

操作中拥有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数据开放

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公职人员的意愿。 来自数

104



李　 斯　 陈　 一:政府数据开放的感知责任风险及规制研究
LI

 

Si
 

&
 

CHEN
 

Yi:The
 

Perceived
 

Accountability
 

Risks
 

and
 

Regulation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2022 年 11 月　 November,2022

据开放主管部门的公职人员表示:“实际上,数
据开放在于政府部门愿意开放的程度和他们愿

意提供的程度”
 

“大多数时候,是否愿意开放数

据取决于他们的领导风格和意愿” ( R10),“现

在我们建了一个市政府资源共享平台,如果你

认为能提供,你可以自己报告”(R11)。
在规避责任动机的驱动下,加之外部压力

不足,使得客观上公职人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

量空间,公职人员往往会做出限制数据开放的

决策。 当政府部门无法确定是否发布数据时,
他们知道责任重大,因此不会轻易发布有疑虑

的数据( R7)。 在具体策略上,公职人员往往会

以最严格的方式执行豁免开放规定,扩大豁免

开放的范围( R2、R3、R16),以法律禁止开放为

由拒绝开放数据。 公职人员有时也会利用政府

机构和公众的信息差声称数据不存在,或做出

延迟开放的决策。
(2)促进公共利益动机驱动的决策

政府产生的目的在于提供公共服务,满足

公共利益,政府的公利性既是政府存在的合法

性基础,也是政府存在的终极价值目标[28] 。 作

为公共权力代理人,为了维护组织合法性,公职

人员必然追求公共利益。 当数据开放对于经济

发展、社会治理和促进透明度都具有重要作用

时,政府机构的组织使命让公职人员形成了促

进公共利益的动机(见图 1)。 有受访者表示

“其实是自己做了很多事情,也希望对社会有

用”(R12)。
在促进公共利益动机的驱动下,公职人员

将采取选择性开放的决策来表明他们对数据开

放政策、上级部门考核以及社会公众等的要求

做出响应。 来自数据开放主管部门的受访者表

示,“各个委办局还都是比较配合,然后都安排

了专人和专门部门来做这个事”(R18)。 他们会

选择性地将数据纳入开放目录中,以显示完成

了数据开放任务。 有受访者表示“我们一般公

开综合数据,提供地区的一个概况” ( R2) “很多

委办局,他们能没有负担的开放的数据,已经基

本上全部拿出来了”(R18)。 政府机构也更倾向

于将数据授权给长期合作的社会主体( R17)。
在受到责任风险干扰较少的部门,受促进公共

利益动机的驱动,会表现得很积极。 一位来自

数据开放主管部门的受访者表示,“我们这边做

得最好的是绿化市容局,非常积极,非常好,其
实本质上来说,它没有什么安全顾虑,全都是对

社会非常好的”(R18)。

3. 3　 讨论与分析

本研究从执行数据开放的公职人员主观视

角出发,进一步分析政府数据开放的风险障碍。
所构建的感知责任风险形成及对数据开放决策

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有其发展条件、影响因素

和演化过程,揭示了公职人员出于责任风险感

知而导致的数据开放程度不高现象的内在逻

辑,可解释实践中存在的公职人员只愿意发布

“简单”和“无害”数据这一现象。
正如文献综述中指出的,已有研究对公职

人员感知责任风险因素没有全面认识。 本研究

发现,公职人员在数据开放中的感知责任风险

因素主要有三类:数据泄露带来的责任风险、数
据利用带来的责任风险以及权力被问责风险。
由于风险感知具有主观性,公职人员对这些风

险的认知有的与实际相符,但很多时候存在认

知偏差,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严重性都

存在主观放大现象。 例如,当用户使用数据造

成损失,公职人员认为机构可能会承担赔偿责

任,而事实上,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政府

机构对使用者并没有相应的赔偿责任。
受感知责任风险和组织使命的影响,公职

人员在数据开放中同时具有促进公共利益和规

避责任的动机,反映出对公共利益负责和对组

织利益负责不一致的现象。 作为政府机构的成

员,他们承担着组织任务,忠于职守是基本职业

要求,所以他们在数据开放中具有促进公共利

益的动机。 但他们也同时具有理性经济人的特

征,也在追求私人利益[29] ,具有趋利避害的本

能。 当履行数据开放的公共职责可能给机构和

自身带来责任风险时,公职人员会产生规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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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动机,预先考虑如何不陷入被问责的境

地[30] ,形成了“不做就不会错” 的工作思维,这
是公职人员面对当前或未来负面事件时所采取

的保护行为[31] 。
政府数据开放的应然逻辑是:符合开放要

求的数据都应充分开放,人民群众应是受益人,
任何一个主体或过程都不应该使这一目标发生

偏离。 然而,受到感知责任风险的影响,公职人

员在决策时为了规避责任而限制一些本应开放

数据的开放,偏离了政府数据开放的应然逻辑。
规避责任动机的存在本质上是政府机构的组织

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4　 对感知责任风险的规制

风险规制旨在避免、减少和分担风险造成

的损害[32] 。 自开展政府数据开放实践以来,我
国对政府数据开放风险规制的逻辑主要是通过

制度、技术、管理等手段提升数据开放的可操作

性,尽可能降低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虽然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面临着困境。 本研究

从信息资源管理视角,探索执行数据开放的公

职人员的风险认知,给政府数据开放制度设计

提供了新思路:不仅要提升数据开放的可操作

性,也要考虑公职人员主观感知的影响,应建立

合理的权责制度来保护公职人员的数据开放行

为,采用沟通方式来减少公职人员的风险认知

偏差。

4. 1　 感知责任风险的传统规制方式及不足

4. 1. 1　 传统规制方式

为规制政府数据开放中的风险因素,推进

数据深层次开放,我国采取了多种方式来提高

数据开放的可操作性,降低风险事件发生的可

能性。
对于数据泄露带来的责任风险,主要通过

制度、技术和管理三种方式进行规制。 在制度

方面,各地方政府已经在着力明确数据开放范

围,相继发布了数据开放目录,建立了分级分类

开放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的颁

布完善了豁免开放数据的审查标准。 在技术路

径上,主要采用脱敏技术对敏感数据进行模糊

化处理。 在管理方面,许多地方政府要求建立

数据开放的风险预防机制,如《贵州省大数据发

展应用促进条例》规定了公共数据提供部门风

险评估和开放平台风险审核的“双重”风险防范

机制。
对于数据利用带来的责任风险,我国主要

采用法律手段来规制使用者行为,同时加强数

据质量控制来降低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在法律层面对数据

的使用方式和使用目的做出明确规定。 各地方

政府也广泛采用格式合同的形式规定用户的权

利和义务,同时,采取多项措施加强数据质量控

制,要求政府机构在数据的收集、管理到开放的

整个生命周期内都要保障数据的准确性。 如

《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 第十三条规

定:“行政机关应当对所提供的政府数据进行动

态管理,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同时在政

府数据开放平台上建立数据更正机制,允许使

用者提出修改意见,政府机构承担审核和修改

的责任。
4. 1. 2　 传统规制方式的不足

 

虽然我国已采取了多种方式规制公职人员

的感知责任风险,但规制手段的实施与规制效

果之间并没有呈现出线性关系,政府机构对数

据开放的积极性仍有待提高。 原因在于提高可

操作性不能完全消除不确定因素,数据本身的

复杂性使得数据开放中仍会存在一些不可预见

因素,例如数据权利信息缺失,数据质量问题难

以发现,以及本来没有争议性的数据可能会随

着舆论环境的变化而变得有争议,这些情形都

可能让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面临责任风险。
对于公职人员来说,即使风险事件发生的

可能性非常小,或对开放数据造成的损害仅仅

是猜测,但在政府机构长期以来形成的高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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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规避和保密文化的影响下,也可能会放大

责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与后果的严重性,产生

规避责任的动机,并最终做出限制数据开放的

决策。 一项针对韩国政府机构的研究也表明,
仅通过修改数据开放的法律,提升可操作性和

限制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并不能有效减少

公职人员在数据开放中规避责任的动机[4] 。
因此,对公职人员感知责任风险的规制不

仅要从客观方面提升数据开放的可操作性,减
少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也要采取措施减少

公职人员主观感知的影响。

4. 2　 感知责任风险规制的新探索

基于研究发现,针对传统规制方式的不足,
本文进一步探索了提升政府数据开放可操作性

的方式,并从建立合理的权责分配制度和风险

沟通的角度提出规制策略。
4. 2. 1　 对数据泄露带来责任风险的规制:建立

免责机制,完善审查标准

(1)建立针对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的免责

机制

本研究发现,公职人员担心即使已经按照

规定执行数据开放任务,由于无法合理预见数

据中的权利瑕疵或其他不可预见因素,也会导

致将豁免开放的数据泄露出去,此时机构和自

身都将面临责任风险。 即使在提升可操作性

后,这类责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只要

存在决策失误的风险,公职人员也会继续采取

保守的态度,采用“不做就不会错”的工作思维

限制一些数据的开放。
针对这一问题,英国、美国、韩国、加拿大等

国在与政府数据开放相关的立法中已经形成了

一种共识,即通过设立免责机制来为政府机构

及公职人员提供保护。 如果公职人员按照有关

法律规定履行职责,并真诚地认为数据应该开

放,就可以免于因开放了豁免开放的数据需要

承担的私法责任、行政处分责任。 这种做法为

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的数据开放行为提供了结

果上的确定性,合理分配了权责,使得按照数据

开放法律政策要求执行任务的公职人员和政府

机构不会承担不利后果,促进了公职人员的积

极作为。 韩国《关于促进提供和使用公共数据

的法案》第三十六条、英国《信息自由法 2000》第
七十九条、澳大利亚《信息自由法 1982》第九十

至九十二条均有相关的责任豁免规定。
我国部分地方政府颁布的行政规章中也涉

及了免责机制,《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

法》第四十六条、《浙江省公共数据开放与安全

管理暂行办法》第四十五条均是关于政府机构

及公职人员数据开放的责任豁免规定。 但这些

都是地方性行政规章,免责的范围仅限于行政

处分等,行政侵权赔偿责任、刑事责任等法律责

任由于受到更高层级的法律管辖,地方规章难

以解决。 我国应在国家层面的政府数据开放立

法中建立免责机制,对免责情形、免责对象和免

责条件进行系统规定。 如果公职人员已经按照

要求尽最大努力来做出准确的决策,仍由一些

不可控因素导致了不利后果,政府机构和公职

人员应获得免责。
需要指出的是,免责机制发挥的是兜底或

是“安全港”的作用,目的在于防止少数风险事

件的发生对公职人员主观感知造成的影响。 所

以免责机制实施的前提是数据审查和开放的可

操作性制度足够完善,能够保证数据开放安全

可控。
(2) 完善自由裁量豁免开放数据的审查

标准

政府数据开放中豁免开放的数据包含两

类:一类是法律强制豁免开放的数据,如属于国

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数据,法律明确

规定禁止开放;另一类是自由裁量豁免开放的

数据,政府机构在开放决策上具有一定自由裁

量空间,要求公职人员评估数据开放可能造成

的危害性,并与公共利益权衡后决定是否开放,
例如 2019 年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

十六条规定的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

性信息就属于自由裁量开放的范畴,第十四条

规定的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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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安全、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的判定也给予政

府机构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本研究发现,出于对未知责任风险的担忧,

公职人员往往会以最严格的方式执行数据审

查,仅凭猜测或笼统的理由就认定数据属于豁

免开放的范畴,并援引自由裁量豁免开放条款

拒绝提供数据,使得“可以不予公开”的规定在

执行中变成了绝对不开放,扩大了豁免开放数

据的范围。 鉴于此,我国应着力完善自由裁量

豁免开放数据的审查标准,提升数据审查的可

操作性,减少公职人员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改
变公职人员因担心责任风险而滥用自由裁量豁

免开放条款的现象。
美国于 2018

 

年颁布的《政府数据开放法

案》第二部分第 a 节第(2)条规定:除非联邦政

府合理地预见到披露可能损害受法律保护的特

定、明确的利益,或者由于法定要求,联邦政府

被明确禁止发布此类数据,否则推定信息应向

公众提供[33] 。 其中规定的“可预见损害” 标准

是自由裁量豁免开放数据的审查标准,要求政

府机构从数据的属性、年限、与信息相关人员可

能造成损害等维度考虑数据开放的危害性,如
果不会造成可预见的、实质性的损害,则数据应

该开放。 我国可引入“可预见损害”标准作为自

由裁量豁免开放数据的审查标准,要求公职人

员不仅应审查数据的类型,还应进一步审查数

据开放是否会造成可预见的、实质性损害,解决

公职人员因担心责任风险而滥用自由裁量豁免

开放条款的问题。
4. 2. 2　 对数据利用带来责任风险的规制:完善

许可协议

使用者行为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公职人员对

数据利用带来责任风险的顾虑。 我国一些地方

政府已经采用数据开放许可协议来规制使用者

行为,调和或缓解数据价值释放与风险管理之

间的冲突[34] ,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我国

还没有制定统一的许可协议,各地方政府对许

可协议中对政府机构和使用者之间的权责规定

并不一致,有的许可协议规定的主体仅限于数

据开放平台和使用者,并不涉及提供数据的政

府机构。 有的许可协议规定的权责情形并不完

整,如贵阳市的许可协议只提出免除由用户使

用数据后导致侵权时的政府机构的责任,没有

声明数据质量导致使用中出现问题时的权责。
另一方面,许可协议也难以对下游使用者产生

效力。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需要使用者知

悉和同意才能够生效,目前的许可协议仅放置

于平台上,数据从网站上下载后,使用者可能将

所下载的数据再次进行传播,此时免责声明并

没有跟随数据,使用者无法知悉免责的内容,合
同难以生效。

为了防止使用者行为不确定给公职人员和

政府机构带来的责任风险,我国应完善政府数

据开放许可协议,在已有基础上形成内容系统

和权责明确的许可协议。 在内容上,应要求使

用者自行检查数据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和权利瑕

疵,规定因使用而造成自身和他人的损失,由使

用者自行承担。 使用者也不得将数据用于非法

目的。 为了保证合同的有效性,政府机构应将

使用许可放在数据集中,使下游用户能够知悉

免责条款。
4. 2. 3　 对权力被问责风险的规制:塑造公共感

知,减轻问责压力

作为被监督的一方,公职人员担心机构的

权力运行被问责而倾向于隐瞒可能会暴露不当

行为或者会引起争议的数据。 对于权力被社会

问责的问题,可以通过增强政府机构回应社会

问责的能力来减少社会问责压力,降低公职人

员对权力被问责的风险感知水平,防止因为担

心数据开放后被公众问责而不敢开放数据的避

责行为。
Hood 提出,对于社会对权力的问责,可以通

过使用引导策略减小行政机关的责任,即通过

塑造公共感知以减轻压力[35] 。 因为公众对政府

机构的过度问责来源于公众对政府机构拥有过

高的期待,认为政府机构应该提供完全准确的

数据,或是在行政中不应出现任何瑕疵。 在舆

论场中,政府机构可以通过印象管理策略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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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良好的和可信的公共形象。 对于公共舆论

关心的问题,政府机构不采取回避和沉默的态

度,而是积极回应和依法回应,对于公众的关切

做出合理和正当的解释,积极更新事件调查的

进展,最终形成政府机构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

动关系。

4. 3　 图情领域对于政府数据开放的研究和

推动

图书情报工作始终是围绕“信息”的获取、
存储和加工利用展开的[36] ,政府数据作为一类

重要的信息资源,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管理以发

挥更大价值,一直是图情学科关注的重点。 图

书情报学科在数字化技术、数据与信息管理、研
究方法上的天然优势能够为政府数据开放提供

理论上的新视角和技术上的支持。 从理解政府

数据开放主体的信息行为切入,找到影响政府

数据开放的因素,从而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

参考,是一条立足于专业基础的研究路径。 本

研究即是基于这样的路径,认为公职人员的审

查、选择、决策等行为构成了政府机构的数据开

放行为,突破了以往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的

数据开放障碍研究,而从公职人员的主观态度

视角来揭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政府数据开放

主体的信息行为,为政策和机制的制定提供了

新思路。 未来,图情领域应更加重视从专业视

角积极参与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和机制研究,
助力推动全社会的信息开放共享。

5　 结语

开放社会给信息管理实践和理论研究带来

了挑战[37] ,也成为信息资源管理研究领域的新

课题。 政府数据开放是一项具有复杂性和系统

性的工作,诸多风险因素限制了数据开放的广

度和深度。 本研究从数据开放的主体视角出

发,探索公职人员感知责任风险的产生及对数

据开放决策行为的影响,揭示公职人员因责任

风险感知而导致的数据开放程度不高现象的内

在逻辑,并剖析了传统风险规制方式存在的不

足,对公职人员感知责任风险的规制进行进一

步的制度构建,提出新的规制策略,以期推进我

国数据的开放进程,促进数据价值释放。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仅从组织视角对公职

人员的感知责任风险进行研究,感知责任风险

产生的因素也仅从机构层面进行分析,对于公

职人员自身的特质则没有讨论,如公职人员对

数据开放的理解程度和对业务的熟悉程度可能

影响到他们的风险感知,后续的研究将探索公

职人员的个人特征因素对数据开放行为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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